希伯来主义与清教共和主义（三）

刘仲敬

2014.07.18

问：那个时代的人的思维方式和我们现在世俗化的时代是很不一样的，如果我们很大程度上强调关于政治方面的考量，对于他们可能更优先的是一个神学的世界观上的考量。这种和我们的时代的思维方式更贴近一些，但是未必和那个时代的人相一致？

    阿姨：那个时代的人的思维方式也不是完全一致的。像斯宾诺莎这种人显然就是纯粹的学究，他虽然有一定的愿景和理念，他其实也是关心政治的人，只不过由于他自己的身份，作为客卿身份，不可能真正实现他的理想的。等于说他是朱子那样的人，就像一个农夫，洒下种子，多少指望别人去做（朱熹曾编撰乡约、家礼，创办社仓，影响深远）。但是有些人，特别是加尔文宗的传人，他们根本就是政治宣传家，甚至就是革命家。像洛克这些人是直接参政的人（洛克是辉格党领袖沙夫茨伯里伯爵的私人医生、家庭教师、秘书和好友），长期国会那帮人基本上人人都是神学家兼政治家。他们的希伯来主义是非常粗糙的。直截了当地说就像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引用毛主席一样，现在我需要打倒谁了，然后我反过来翻语录，符合我打倒某某人要求的那些语录我就翻出来，看这里是符合上帝的意思。不符合我这些语录，虽然也写在圣经里面，但是我不看它，视而不见。这个目的性是非常直接的。
可以说，照中国人的说法这（种）就叫做“六经注我”（《陆九渊集·年谱》：“尝闻或谓先生云：‘胡不注六经？’先生云：‘六经当注我，我何注六经。’”），换它这叫“圣经注我”的方式。包括弥尔顿本人也是这样，《圣经》里你真要找有利于大卫君主制的观点，说基督徒应该服从君主的观点那一定可以找得到的，使徒保罗就是这么说过的，别人国教会主教早就这么说过，你这种理论圣经化就叫断章取义，他肯定就是断章取义，没错，就是为了现实的政治争斗的，有利于国会，我就拿出来大谈特谈，有利于君主制的我就假装看不见。虽然明明写在圣经上，我也无法反驳，我也不敢反驳圣经，但是我只要不说就行了，我只说我这部分有利的。这就是纯粹现实政治的做法。
　　如果你要是说神学存在一个学术规范的话，那弥尔顿、哈林顿这帮人肯定就是不及格的，不但是不及格的而且还是心术不正的作弊者。但是搞政治就是这样搞法，他这种做法在宣传上有效力，对于识字不多的老百姓，他们所了解的上帝真言就是神学家在讲坛上讲的这些，还有做的小册子，给他们散发的这些。如果这个神学家或牧师恰好是我们这个教派的人，那些小册子又恰好是我写的，那么我可以让这些地方的老百姓都相信共和制就是好，上帝要的是共和制，这一点我就达到目的了。圣经上其他方面的记载那就暂时不重要，先把国王的头砍掉以后我们再慢慢讨论。情况就是这样的。

    问：我刚才听了刘仲敬老师的讲座真的很震撼，通过你的讲座我好像也更加理解您对时政问题的一些看法。我是否可以认为，在您看来，真正的共和主义一定是以神圣律法为基础的，因为人是不可例外的。

    阿姨：嗯，你要是相信加尔文主义的话，那么这一点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其实加尔文在基督教原理中间有很多部分是涉及政治XX组织的，如果我的理解没错的话，他的意思是，律法没错是必须的，但是仅有律法还是不够的，律法和救恩存在着一个动态的关系，真正的基督徒对两者都是要的，不能说是片面强调律法不负责救恩。当然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从世俗主义从历史主义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话，那你只能说希伯来主义和加尔文主义构建了美国宪政共和的重要一环，但显然还有另外一块，我其实就是特别强调封建自由那一块，来自古老的日耳曼习惯法留下的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契约关系。而英国也好荷兰也好，是他们的法治根本，离不开这一块。没有这一块的话肯定没有英国也没有现在的美国。

    问：但是他们这个逻辑里面也有一个自相矛盾的地方，就是说人和神是完全不能比的，人的理性是完全不能信任的，那么为什么要信任长老用人的理性对律法进行的解读呢？

    阿姨：长老的理性其实也不是完全可以信任的，加尔文宗的长老就不像天主教的圣徒那么神圣的，跟平信徒没有身份上的差别，只是学问和品德要稍微出色那么一点，他们是由平信徒选出由平信徒监督的，这就是它共和主义的一个主要来源。所谓长老监督会么，就是大多数平信徒对少数长老进行监督。平信徒在人数上占大多数，所以长老如果有越轨的行为大多数人应该能发现的。但是大多数人没有经验没有学识，所以长老只处理一般的日常事务，他就可以牵着大多数外行的鼻子走。就好像陪审团里面，如果是专业性质的问题，一般法官一牵鼻子，外行陪审员就跟着走了，但是事关良心的重大问题上，普通人的良心往往能战胜法官的专业判断。加尔文宗长老监督会也就是用这个方法来组织的。
问：刘老师，我以前可能看到的不对啊，就觉得基督教文明里面它有存在这种有反应的情节，今天以色列已经建国，犹太人在以色列建国的过程当中，以色列复国主义者遭到犹太教内最保守的（哈瑞比）拉比们的批评，他们之间是有冲突的，他们不赞成在世俗社会建立以色列国家，你能谈谈这方面的问题么？因为你把美国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希伯来主义的继承者，这个我是很震惊的一个事。第二个问题是对于具体的政治家来说，像您刚才所说的威尔逊，他们对于道德的这个高扬和信服的话，站在中国人的角度来看美国的这种外交更多的是一种实用主义，至于他们这种道德的这一面，你为什么会相信他所说的，如果他是为了民主为了共和为了正义，我是不相信他们的，您为何会相信他们这些政治家所说的？

    阿姨：以色列的情况是另外一回事情，以色列的建国不是犹太保守派的立场，保守派的立场是世俗国家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包括以色列国。而建立以色列国的魏慈曼这些人实际上都是从世俗的角度上建国的。从英国那买土地建立一个世俗的政权。他们的世俗政权是西方的共和政体，所以里面自然容忍各种宗教信仰，包括犹太教保守派的信仰。但他们建国的理论依据不是保守派犹太教的。但是歪打正着的是，美国和以色列特殊关系中间确实有一部分跟希伯来传统有关系，但这并不在以色列犹太人这一边，也不在美国犹太人这一边，而是在美国的原教旨主义里面，他们认为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这件事情是写在《圣经》中的预言中的。所以这件事情本身就证明了圣经的一字一句都是完全正确的，这证明了他们的信仰。而他们的信仰也要求他们支持以色列复国。
可以说这是一个郢书燕说的现象吧，以色列不是一个宗教国家而是一个世俗的共和国，但是他们根据《圣经》里的预言按照他们的方法解读，认为这就是《圣经》预言的证明，所以我们必须保住这个新以色列，当做我们的伙伴来支持。而实际上，美国的以色利人也好，美国的犹太人也好，基本上都是美国民主党支持的，民主党跟以色列世俗政权的关系一向是更密切些的，大部分犹太人的钱和选票都在支持民主党。但是原教旨主义者在美国大多是共和党人，他们的选票是支持共和党的。所以这就出现了一个很奇特的现象，民主党出于现实政治的理由支持以色列，他们跟以色列是老关系老朋友了，于是经常交换金钱和人力。另一方面共和党却出于信仰的缘故无条件地等于是慷慨地非功利性支持以色列。这种现象只能解释为是宗教对现实政治的一种影响。
站在以色列角度来看，这等于是天上掉下来的一块面包，站在美国原教旨主义的角度这是个无条件的奉献，完全是为了使神喜悦，为了证明我们对神的解读是正确的，虽然实际上我们完全是倒赔的，我们喜欢以色列但以色列不喜欢我们，我们要支持犹太人而犹太人样样都支持民主党跟我们作对，我们等于在支持现实中我们的敌人，但是我们还是要支持，因为信仰比现实政治要重要。所以这等于是一种冤大头的政治，如果你不相信他们的宗教的话，那你就完全会觉得他们冤大头了。如果相信他们的宗教的话，那当然宗教比政治要重要得多，这个当然没问题，冤大头也得当（笑）。
至于赖斯他们的正义，我想美国与其说是在支持民主，不如说是在支持他们的那种美国例外论的信仰。民主这个词有很多种不同的解释，美国在这一点上的解释是相当灵活的。但他们有一个基本的看法就是，美国人的道德最高，美国人的幸福不是偶然的，不是地理位置优越性什么的暂时占了便宜，而确确实实就是因为美国人就是比其他地方的人要好，我们所得到的幸福，之所以得天独厚，这是我们应得的。这是一个普遍具有的观点。而至于我们要帮你，当然可以，首先就是要让你们道德高起来，道德高起来的行动不一定就是要建立一个世俗的共和政体，在有些情况下可能在更多情况下体现于卢斯（亨利·卢斯，1898-1967，美国新闻巨头，《时代》、《生活》、《财富》、《体育画报》等刊物的创办者。他将蒋介石塑造为虔诚的基督徒、抗战英雄、反gong斗士。卢斯随传教士父亲在山东登州度过了他生命的前14年，晚年他常说：“我殷切希望有一天能回到那个地方，看它变成自由之乡”“我只愿意当民主在中国恢复后的驻华大使”）家族那种半世俗半宗教的传道事业吧，倒不一定是政治性的。但政治上肯定是有偏好的，仅仅因为蒋介石皈依基督教这件事情，对国民党的外交就帮了不少忙，这一点肯定也是存在的。
　　但是要说美国人真的有推进民主这件事的动机，我觉得是个错误的解读，不如说是他们对自己信仰和自由，照他们自己的标准排出来的，真正的信仰和真正的自由是不可分的，这是华盛顿总统说的。既然真正的信仰和真正的自由是不可分的，他们当然对这一点有一定的偏好性，就有一个价值链，比较接近于美国价值观的，它多多少少会更关注更关心更喜欢一些。但是这种喜欢不能仅仅解释为喜欢民主，因为自由和民主，或者说民主和共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但是美新署或者美国国务院的对外宣传部门很可能说我们是要宣传民主的，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抵制敌对国家的宣传，比如苏联或者其他敌对势力做不利的反美宣传的时候，美国人很可能会拿出民主这些词抬出来用，但是说这些话的人一般来说都是美国国内的中左派，世俗派的势力，这些人在美国国内政界的势力不算很大，谈不上是有决定意义方面的事。
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您之前一直在称赞或者说同时称赞了封建主义遗产和新教共和的遗产，但是从您刚才讲的这些东西里面我们完全没看出这两者之间存在多么大的冲突，那么这两种完全冲突的思想资源是怎么样能够在美国和英国的这种传统当中和谐共存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些学国际政治的人都知道美国的外交基本上可以用三种传统来解读，一种传统是当然您所说的自由主义的传统，从威尔逊甚至可以推到更早的很多国父啦，还有就是说到也同样的存在现实主义传统，从汉密尔顿开始，当然也包括功利主义的传统，这三者他们是相互交织的，为什么您主要强调自由主义传统这一支，而相对而言认为其他的两者不够重要？

    阿姨：冲突肯定是有的，最极端的冲突最明显的就表现在英国内战上面，查理国王或者说托利党那一系明显就是把封建自由看得比希伯来共和主义要重要些；克伦威尔那一系尤其是比较极端的第五王国派（清教徒中最激进的一派。他们认为第一王国是亚述-巴比伦，第二王国是波斯，第三王国是希腊，第四王国是罗马，前三者均因偶像崇拜而灭亡，罗马的继承者神圣罗马帝国也快要衰亡，第五王国是基督为王的千年王国，即将降临人世，伸张正义）这些就是只要共和国，绝对不要君主的。在当时的英国应该说不像现在的英国给人留下的印象什么稳健啦喜欢妥协啦，应当是一个相当极端好战的种族，凡事都极端，像把理论推到极端去，共和主义也是极端的，王权也是极端的，麦考莱评价当时英国的托利党的政论家，就说他们“你要是只看他们的文字的话，就会相信他们和土耳其人其实没啥区别的，他们最热爱的政体就是土耳其苏丹那种绝对的君主政体，绝对的东方专制主义政体，国王对所有的国民都可以予取予夺，想怎么搞都随意”，但是实际上他们不是那种人，如果国王真的整到他们头上，就像詹姆斯国王迫害主教那样（1688年夏，坎特伯雷大主教和六名主教因反对詹姆斯二世取消刑法典而被捕，但陪审团宣判他们无罪。这件事是引起光荣革命的导火索之一），这些国教徒和骑士党也会造反的，因为他们毕竟还是英国人，受英国政治习惯熏陶，是忍受不了专制君主的，他们要的是那种封建自由的君主，虽然反对共和国但是绝对不能容忍专制君主。
要说他们最后是怎么妥协的，应该说这是个谜，尽管所有历史事实都是很清楚的，在复辟王国到光荣革命的那段时间内，任何具体的史实都可以考证清楚的，但是你要说他们辉格党为什么会放弃共和主义的原则，而托利党为什么会放弃极端君主制的原则，要找出绝对解释那是不可能的。比较可信的解释就是，这是现实政治的需要，因为詹姆斯国王采取了倒向天主教的政策，把两方面都得罪了，结果两方面团结起来把他赶走，这是一个很具体很现实的政治行动，甚至说还带一点卑鄙和卖国色彩的行动，他们全体都做了带路党（笑），把本来不是十分愿意来的荷兰侵略者的军队，那不是一支小军队，荷兰人有四万大军，英国全部的国防军海陆军加起来也只有两万多人。这就好像说是中国人从美国请来四百万大军，而且请美国总统来管制中国一样。而且最重要的是，荷兰议会和很多地方还很不愿意来，做了许多说服工作，许给他们很多钱，人家还很不情愿，勉为其难地过来拯救你们。真正发生的过程就是这个样子。你要对这个过程作出什么有说服力的解释，真很难。把事实弄清楚很容易，你要说他们的心态为什么变得这么快，那确实是很难解释的。
至于美国的情况比较例外，因为美国它的封建传统比较少。真正能够维持封建自由的传统是普通法的传统。普通法的传统通过司法审查，一直保留在美国宪法的基础里面。但因为美国没有国王和贵族，所以这些传统不太招人讨厌，美国的新教徒虽然也是新教徒，但并不觉得他们有必要跟普通法为敌，相反他们觉得这是他们值得自豪的东西，是可以保卫他们自由的东西。所以在美国这些东西冲突不明显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新教共和主义一开始就是占主流地位的，普通法所体现的封建自由只起了一个辅助性的作用，不存在复辟王政或是复辟封建制度的问题，所以冲突就起不来了，这一点倒是比较好解释的。
　　至于美国外交传统，它们的深度是不一样的，现实主义传统是一个客卿的传统，基本上是从德国和欧洲学来的，学习外交的一些学者搞出来的，学者和职业官僚才有这些意见。但是因为美国政治体制的缘故，地方性政治强于中央政治，国会政治强于官僚政治，如果在法国和西班牙这样的大君主国，或者官僚传统深厚的国家，你一个客卿或者学者能发挥很大的影响力。但是在美国这个影响力就微不足道了。一个完全不懂什么外交理论的地方性政治家，像麦卡锡这样的地方性政治家，就凭他清教徒道德的胡说八道乱搞一阵子，比你学富五车的学者搞出来的影响要大多了。可以说威尔逊主义跟清教主义道德观念政治观念有密切的联系，它的根是扎得很深的，而现实主义的根是扎得很浅的，他们只在中央一级有势力而已，在各州基本上没有任何人在乎你现实主义还是其他什么主义。而且就算是在中央一级，他们也是一帮很外围的人士，就等于是政治家聘请的专家或顾问，顾问就是问你的时候你就说话，不问你的时候你就不说话，决策权是轮不到你的，这个很简单。所以外交流派虽然有很多，但是真正能够扎根扎得很深的恰恰就只有清教主义这种。可以说违背清教主义传统违背太厉害的，像基辛格和尼克松这种人，是很容易不得善终的，虽然技术因素有很多，但是最根本的依据就是他们跟美国的传统政治习惯不合，会发生排异反应，这才是最重要的因素。不是他们政绩差或是其他别的方面比别人特别坏。
问：刘老师您好，我想请教的问题就是，在您的文章当中，希伯来主义在国家构建当中达成一种非常重要的构建，如果按照圣经旧约中的记载，它这个士师政治转变为王权政治更多的是一种神权向王权的转化，实际上以色列那种早期那种政治在我们今天这样一个现代世界当中可能最类似的就是伊朗，那么您所说的他这个清教共和主义的影响，按照它这个不管是英国还是美国，它最后所构建的这个现代国家是一个拒绝神权主义的，比如英国它这种对教会的控制，而美国宪法中规定美国没有确立国教，采用政教分离的政策，那么我想请问您如何来解释这种按照旧约的解释走向神权的政治，不太赞成王权政治也尊重人的自由意志，但是在英美这样的现代国家却是一种去神权的，不像这篇文章说的强调宗教对政治的影响，而更多地表达了政治对宗教精神的排除，而它排除于政治生活之外，宗教更多的是内心的一个志趣，我想请问一下您如何解释这种现象。

    阿姨：嗯，政教分离是一件很微妙的事情，最完善的政教分离理论就是美国国会和美国宪法，但是美国恰好就是西方国家中间宗教性格最强的国家，它跟欧洲比起来就很清楚，欧洲都是世俗人文主义较多的，而美国是虔信宗教的美国，所以我们信赖上帝，要祈求引导，在欧洲就是不可能的事情。而原教旨主义在政治上发挥了许多强烈的影响，在欧洲也是看不到的。
要说现代国家有政教分离现象这是故事的一个方面，如果我们把现代国家的定义放大一点，放大成为不仅包括政治，而且包括社会的共同体这个概念的话，那么你就会发现，现代西方的社会是由教会建立起来的，或者说至少是使用了教会的模板而建立起来的。然后通过去神权化的方式建立起世俗国家。这就好像是你在地上先打了个地基，然后在地基上面盖了个房子一样。你不能因为房子的存在就否认地基的存在，也不能因为上面有树干就否认有树根存在。这很明显，社会是基督教的社会，然后基督教的社会之上，通过去神权化，建立了现在的世俗国家。
在基督教文化圈子之外，如果你仅仅移植世俗国家这个体制，就会发生很多水土不服的现象。如果你从世俗人文主义者的角度来看，那么17世纪朴茨茅斯那些清教徒的狂热性质恐怕跟伊朗伊斯兰革命或者塔利班的狂热性质相去无几了。在他们那都是一样的，通奸是犯法的，尽管按照任何世俗法律这都是私人事务，通奸是犯法的、喝醉酒是犯法的、在家里面手淫是犯法的——他们还发明了一种特殊的器具，就是安装了这个器具之后可以有效地防止你继续犯罪，就是说你睡着了也不会手淫（笑）。这种做法可能现在伊朗人都搞不出来了。任何现代人回到朴茨茅斯去恐怕都会觉得这绝对是一个神权政治的国家，而且神权政治是专制。
但有一点我们要分清楚，基于政治的专制和基于社会风俗的专制是两码事。五四青年和中国近代传统对于这两种专制是一直分不清楚的。所谓政治上的专制，如果按照政治专制的角度来看，朴茨茅斯的共和国它不是个专制国家，它的长老不管多么跋扈，掌握的政治权力是非常有限的，监督会和选民也好，它的司法机构独立性是很强的，能够有效地约束长老的滥权行动。但是社会风俗的专制是很强的，社会偏见是很强的，如果你做了不符合清教徒道德观念的事情，那就像《红字》那本小说所描绘的那样，你真是活在地球上人类都不理你就像贱民一样（Homo sacer），即使没有法律制裁你，你都会混不下去，只有灰溜溜地滚出去。像路易十四的法兰西那么专制的国家，尽管在政治上绝对不能说国王一个人的坏话，但是风俗上你可以随便乱来啊，通奸也好跟别人的妻子同居也好，还是你喝酒和吸毒也好，只要你不犯了政治上的问题，国王一概不管你，谁都不管，你非常自由啊。
可以想象，被清教徒社会放逐出来的那些人，如果到路易十四统治下，他会活得非常自在的。那你说哪个国家是真正自由的？我想有很多中国人都会说，路易十四那种统治反而自由一些。但这就是政治自由和社会自由的不同而已。
英美清教徒系列的这些文明，他们强的是政治自由，他们保持了这世界上最好、维持时间最长的政治自由，但他们的社会是一点也不自由的。不要说当时是这样，就算是现在在世俗化和政教分离行之有效两百多年以后，他们的社会仍然是高度不自由的。比如说，我假定一下，你可以去（美国）受洗，接受加入加尔文教派，或者去加入一个浸信派（浸礼会）教会他们的社区里面，化身为他们的社区一员，那么我想，中国人，就说像我这样出身的准士大夫阶级看来，最大的感觉就是，他妈的我还以为GCD是专制的，闹了半天GCD比他们自由多了。一举一动都要管你，哪一个礼拜天不做礼拜了，就会有穿着黑衣服很严肃的长老来规劝你：同志这样不行吧。（换成在国内）我要是不去开党委会组织的会议的话，一个学期过了也没有哪个人会来找我（笑），我偷偷地在家喝酒了或者是偷了哪个教友的老婆之类的，要说中纪委会来宣布我跟各种女性发生不正当性关系的话，那我至少得是省委书记那个级别，一般老百姓的话也就是鬼混过去算了。但是（美国这边）不行，你在那边社区里面教友们会对你进行群起而攻之，你如果坚持你的错误拒绝去忏悔的话，最后你会走投无路，算了你只有背教了，退出你那个该死的宗教，去做你的无神论者算了。
　　你说这种算是自由还是不自由？它肯定是政治自由的，它选举它自己的总统，自己的长老也是选举产生的，随时可以罢免的。法律是公正的，绝对不会有人冤枉你，你说这叫不叫自由呢？它肯定是政治自由，但是绝对是社会不自由。
问：非常感谢刘老师的精彩演讲，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您对于超越精神是有一种反思吧？我记得金观涛他说过：“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是思想的自由。”没有思想，求知作为终极关怀会退化为鸡零狗碎的考据，如同一部不断扩大数据的计算机，找不到方向。一个由越来越细专业构成的没有思想的知识体，和由一个个孤立的只有欲望而没有灵魂的人组成的社会在本质上是不够的。我想请教刘老师，在世俗时代，这样的一种超越精神如何建构、如何培育？

    阿姨：我想这种情况就如同尼采的“末人”一样，一个纯粹追求欲望和幸福的人，就会变成原子化的个人，他跟所有社团的联系都会变得渐渐淡漠、消失。开始时不觉得，等到所有的人都变成这个样子时，我想任何政治共同体都无法维持。抽象的自由或者权利在一盘散沙社会中只是一句空话，最后不可避免的，散沙社会会恢复到霍布斯时代那种所有人和所有人交战的状态。那么历史就完成了一个循环，文明解体了，恢复到野蛮的状态。如果把这种逻辑推到极致的话，这种状态绝对世俗化推到极致的话，就会造成刚才所说的那种状态，应该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现代我们所谓的现代化文明只是一种不稳定的妥协状态，是从高度宗教化社会进行一定程度的世俗化但又没有彻底世俗化，中间存在一个中间状态。也就是说从野蛮到文明，从文明到衰亡的一个中间状态。再往前走就不是更大的文明，而是彻底的衰亡了。恐怕真要把逻辑推到极致就是这样子。如果是按照德国式宿命论的看法，那么一切文明在走过了高峰以后，就注定要像尼采所预言的那种方式走向衰亡。但是如果按照英国式的经验论的方法，即使以前所有文明都是这样完蛋的，以后却不能说是这样，因为可能存在着无数新的因素是你无法预言的。要说宗教一定会衰落显然不对，就像美国的情况来看，信仰已经经过多少次衰落和多少次复兴了，19世纪末期就出现所谓的第三次信仰复兴，小布什年轻的时候又出现所谓第四次信仰复兴。可见所谓传统的基督教并不像有些比较粗率的人文主义或者科学主义者所断言的是必定要衰落的。它在他们以为必定衰落的情况下又会莫名其妙的复兴起来。
同时历史的变数是无穷多的，你也无法确定将来具体会出现什么新的变化。我只能说是如果按照经验主义的方法来看，具有宗教信仰的民族的团结力，远远高于世俗人文主义的民族。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前者多半会战胜后者。这就是宗教存在的一个非宗教的强大理由。朴茨茅斯新教徒如果不是信仰宗教的话，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候被消灭的可能性是要大得多的。如果物质力量相等的情况下，拥有团结能力比较高的一方这是明显占优，而宗教是促进社区团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即使不是最重要的力量。我想如果你按照纯粹世俗的达尔文主义的逻辑来推理的话，就是仅仅因为这样一种微小的哪怕是微小的竞争优势，就足以使宗教要么是维持下去要么就是会不断创生。而所谓的文明就是在宗教创生强大和衰弱过程中的一个不断起伏中间存在一个不稳定的状态。它不是一个永远进步的大同社会，而是几起几伏，随时可能衰落随时可能复兴的一种不稳定状态。

    问：我觉得您前头说到新教对英国所做的解释还是比较详实的，但是如果时间再拉长到20世纪，随着时间拉长必定走向世俗化的一个时代，那么清教主义又如何解释美国实际的外交政策？

    阿姨：美国政治跟欧洲不同，特别是欧洲天主教国家，哪怕每个人形式上是天主教徒，但是实际上的行为往往跟世俗人文主义差不多。法国的君主跟摄政王，包括奥尔良公爵那些论行为来说实际上都已经是启蒙思想家，或者是放荡的人文主义者。从形式上他们要去天主教会进行必要的仪式，但这种仪式恐怕就跟中国人去党委会或者拜孔庙差不多，是只有仪式没有精神的。清教徒跟天主教不一样，他们要退教是很容易的，他们的教团都是自己组织起来的，但是留在社团里面却是一件需要牺牲的事情。愿意付出这个牺牲的人很难不是真正的信徒，否则你随时可以走，随时可以不捐钱、不做义务、不礼拜的，也没有人能拦得住你。所以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不一样，很少有伪信徒。
美国立国以来真正不信宗教的可以确定的总统，除了杰弗逊和尼克松之外还真的找不出来，就算杰弗逊其实也是自然神论者，其他的总统基本上全都是虔诚的总统。威尔逊主义最主要的体现，众所周知不是卡特而是里根，他在尼克松失败的地方成功了。尼克松和基辛格是美国历史上极少有的异类，很快就恢复了政治的常态。地方性政治确实比中央政治更虔诚些，因为中央政治受外国的影响太大，因为地方性政治是美国民德的自然体现。孤立主义反对美国干预外界的理由跟威尔逊主义主张干涉外界的理由其实是完全相同的，就是因为美国高人一等，所以不应该让肮脏的外界把我们污秽了，所以那些人本来就是你教化不了的，所以犯不着利用美国的财力和兵力去浪费在他们身上。尽管他们政策相反，但是精神是非常一致的。
反对威尔逊那些共和党人特别是中西部的孤立主义共和党人，恰好是接近原教旨主义最深的一批，在他们看来威尔逊这样的进步主义者已经有太深的自由主义痕迹了。尽管威尔逊自己觉得自己还是非常虔诚的长老派信徒。在英国圣公会的眼里，威尔逊已经很虔诚了，但是在美国乡巴佬清教徒眼里面，威尔逊已经太不虔诚了。如果按照虔诚的顺序来判断的话，那肯定是美国圣经地带的乡巴佬最虔诚的，美国总统已经是不太虔诚的，英国圣公会是相当世俗的，而欧洲人差不多是很接近人文主义者了，甚至是接近于无神论者了。如果按照虔诚来排列的话就是这样。宗教没有一个从兴起到衰落的一个固定时间表，不会是说世俗化一开启就直线向前走，实际上恰好相反，世俗化和宗教复兴是波浪式的一起一伏的，世俗化过一段时间，然后宗教复兴浪头又重新起来，然后又有世俗化，然后再有复兴……从现在看，不存在马克思或者说穆勒说私有制那种固定的历史发展趋势，宗教一定会上升或一定会下降，就拿美国来说的话，宗教复兴已经来过四次了，就世俗化运动也不知来过多少次了，但是你要说哪一方面注定能占上风，圣经地带（Bible belt是美国俗称保守的基督教福音派在社会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地区。特指美南浸信会为主流的南部，及周边地区。这些地区的人特别注重从福音派这一新教宗派的立场来诠释《圣经》）是一定要失败的？达尔文进化论一定会胜利？或者说恰好相反，美国就是基督教国家，世俗主义被驱逐出境？现在是言之过早的，应该说一切都有可能吧，没有什么固定的趋势可言。


问：您刚才讲这个希伯莱主义和新教这个，但是对于完全异质的像我们中华文明这种完全不具有这样一种的，我们怎样才能再造共和？

    阿姨：这是很难的事情，我觉得中国人会采取的办法是最简单的办法，就像是儒家对汉武帝采取的办法，本来按照春秋时代儒家的做法，应该实行周政的，就是说名义上的周天子，实行一种类似君主立宪的统治。而各诸侯各自为政。但这种体制他们恢复不了，那么他们就让皇帝假装相信儒家，这叫来一个以经术缘饰吏治，就是说骨子里面还是秦政的郡县制帝国吏治国家，但是外表上看这些人都受过儒学的教育，就说儒学复兴了，我觉得中国人最可能采取的做法就是最省劲儿的做法，尽管骨子里面一切依旧，但是外表上我们说我们已经是共和主义了，然后重新解释一下共和主义，证明一下我们现在就已经是共和主义了。这种办法非常简单，只需要用笔杆子就可以做到，不用付出任何具体的代价。当然这样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但是我觉得根据中国人的政治德性来看，这是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大家笑）。

    主持人：非常谢谢刘老师，这场研讨结束，谢谢，谢谢。（掌声）
 

（全文完）
